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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自然条件与人类活动加速全球变化的驱动下, 传染病发生和传播的模式也在发

生改变. 自然因素尤其是气候变化将直接或间接影响许多传染病的暴发和传播. 气温、降

水、湿度和光照等气象要素通过影响病原体、宿主和疾病的传播媒介, 从而改变传染病的

发生和传播; 极端气候事件引起的干旱、洪涝等气象灾害会直接对人类造成伤害并影响传

染病的发生与传播; 地表生态系统包括下垫面类型和植被分布也会间接对传染病的暴发产

生影响. 人类活动也是影响传染病传播的间接动力. 其中, 国际化、普遍化的旅行以及农村

向城市的人口迁移所造成的人口流动是传染病大规模传播的根本原因; 快速城市化伴随的

城市基础设施滞后以及城市边缘传染病的高风险将改变传染病及其造成死亡的模式; 农业

侵占、森林砍伐等土地利用变化, 已经引发了一系列疾病暴发并改变了许多地方病的传播

方式; 飞速发展的航空、公路和铁路交通运输, 不但加快了疾病传播的速度, 也扩大了疾病

传播的范围. 另外, 频繁的经济贸易增加了传染病暴发的可能性, 为病原体远距离扩散、新

型病毒随牲畜贸易沿途扩散等提供了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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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以来, 全球传染病的总体发病水平经历

了一系列起伏. 在世纪初流感大流行, 世纪中期各

类传染病相对低发, 然而 70年代以后, 新传染病(艾

滋病、SARS、高致病性禽流感、埃博拉出血热、军

团病和莱姆病等)不断出现, 加上旧传染病(流感、结

核、霍乱、血吸虫、鼠疫及性病等)的重新肆虐以及

生物袭击、人为活动造成的传染病(例如 : 艾滋病

HIV)也相继发生和流行. 各类传染病已经对人类健

康、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造成前所未有的冲击, 全

球每年有近 1500 万人死于传染病(占总死亡人数的

25%以上)(Morens 等, 2004), 发病与死亡给发展中

国家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Guerrant 和 Blackwood, 

1999). 目前人类生存所面临的最大威胁中, 传染病

仍然与战争、饥荒排在首位(Morens 等, 2004; Binder

等, 1999). 

在全球自然与社会环境变化的驱动下, 传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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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和传播模式已经发生改变. 自然因素尤其是全

球气候变化将直接或间接影响许多传染病的传播过

程. 全球变暖还将使海平面和海表面温度上升, 从而

增加经水传播疾病(例如霍乱和贝类水产品中毒)的

发病率(McMichacl等, 1996; Patz等, 1995). 研究表明

气候变化(如气温升高、降雨量增加、更频繁的洪水、

风暴和海平面上升等)和环境恶化(如在难民营里)可

引起霍乱暴发流行(童世庐和吕营, 2000). 全球气候

变化将影响虫媒传染病的传播, 这些影响主要表现

在改变媒虫的地区分布、增加媒虫繁殖速度与侵袭力

和缩短病原体的外潜伏期. 受气候变化影响较大的虫

媒传染病包括疟疾、血吸虫病、登革热和病毒性脑炎

等(McMichael 等, 1996; Patz 等, 1995). 极端气温、强

降雨量和气候相关的自然灾害可以直接导致死亡、伤

害和疾病. 气候变化对人群健康的间接影响则主要体

现在: 通过影响传染源导致传染病的发生增加及地理

分布扩大; 通过影响粮食产量导致营养不良型疾病发

生; 通过海平面升高引起的人口迁移导致传染病和心

理疾病增加; 通过影响空气质量导致呼吸道传染病增

多; 通过影响社会、经济和人口导致更广范围的公共

卫生问题(http://www.unep.org/annualreport/2011/).  

社会人文因素对传染病的发生、发展、变化起到

重要作用(Jones 等, 2008). 一方面, 土地利用、人类

居住环境, 频繁的经济贸易、激增的旅游交通量被认

为是传染病反复肆虐的重要驱动力(Patz 等 , 2004; 

Taylor 等, 2001; Weiss 和 McMichael, 2004; Woolhouse

和 Gowtage-Sequeria, 2005), 并带来了众多社会问题, 

诸如抗生素的滥用导致耐药株和变异株病原体的出

现(疟疾、登革热、结核、霍乱和流感等), 用地的变

化诱发传染病流行(开垦荒地、砍伐森林引起出血热

的发生及扩散); 另一方面, 人类活动方式的改变助

长了传染病的传播(人口流动频繁、色情服务及多性

伴、非法贸易、食品工业化、机械化生产的加温不足、

消毒不严等).  

1  自然环境与传染病 

在全球自然与人类活动的驱动下, 传染病发生

和传播的模式也在发生改变(图 1). 自然因素, 包括

气温、湿度、降水、植被和土地利用等, 将直接或间

接影响许多传染病的暴发和传播. 其中, 气候变化对

传染病的影响范围最广、影响作用也较大. 人类活动

既是气候变化的主要驱动力, 也是影响传染病传播

的间接驱动力.  

1.1  气候变化与传染病 

1.1.1  气象因子与传染病 

气象因子对传染病的影响方式有三种: 一是影

响病原体, 二是影响宿主(Kuhn 等, 2005), 三是影响

疾病的传播途径.  

(ⅰ) 气象因子对传染病病原体的影响 

温度和湿度可以直接影响病原体的繁殖及其在

环境中的生存时间(张颖和毕棚, 2008). 气温对病毒

具有显著影响. 首先, 大多数的病毒、细菌以及寄生

生物都有存在的临界温度, 低于或者高于某个温度

其都无法存活. 例如: 疟疾寄生物恶性疟原虫存活的

临界温度是 18℃(MacDonald, 1957), 疟疾的传播必须

在 16~33℃, 否则孢子生殖不能发生. 疟疾最理想的

传播环境是湿度高、温度在 20~30℃ (Khasnis 和

Nettleman, 2005). 恶性疟原虫P. falciparum和P. vivax

在疟蚊虫中存活的临界温度分别是 18℃和 15℃

(Duane 等, 2001). 日本脑炎病毒存活的临界温度是

20℃(Mellor 和 Leake, 2000). 许多病原体, 如 Vibrio 

cholerae, Hepatitis E 病毒, 都局限于某些热带地区

(Hunter, 2003), 也是因为受到温度的限制. 其次, 温

度会影响传染病病毒的进化, 从而造成新型传染病

的暴发. 例如, 全球变暖会造成流感病毒的进化和流

感的规模暴发(Aimone, 2010; Brown, 2010; Gibbs 和

Anderson, 2010; Tang 等, 2010), 新的流感病毒不断

出现进而威胁人类和其他物种的健康和安全. 研究

表明, 全球温度和核蛋白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 

而气候变化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虫媒病毒的演化

(Gould 和 Higgs, 2009), 进而影响突发疾病的变化格

局. 此外, 温度会影响病毒的传染力和风险, 秘鲁的

一项研究表明气温每升高1℃可以导致患严重腹泻的

危险增加 5%(Checkley 等, 2000); 澳大利亚的研究显

示温度与沙门氏菌感染病例数呈正相关(D’Souza 等, 

2004).  

(ⅱ) 气象因子对传染病宿主的影响 

气候变化对传染病宿主的影响表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1) 节肢动物的时空分布; (2) 节肢动物的生命

周期特点; (3) 相关虫媒病毒的扩散模式; (4) 从节肢

动物到脊椎动物的传播效率(Gould 和 Higgs,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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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全球变化对人类传染病发生与传播的影响 

节肢动物媒介是冷血动物(变温动物), 对于气候因子

的变化十分敏感. 气象情况影响了带菌者的生存和

繁殖率, 进而影响了其栖息地、分布和数量、全年带

菌者活动的时空格局、带菌者病原体的发展、生存和

繁殖率(Lafferty, 2009). 带菌者之间的斗争与气温和

湿度正相关, 并且与降水和日照有关, 这些在疾病流

行期间都比较高(Rogers 和 Randolph, 2006). 虫媒宿

主的地理分布与种群变化都与温度、降雨和湿度的格

局密切相关. 温度升高会加速昆虫的新陈代谢、增加

产卵数量、提高血液循环频率(Mellor 和 Leake, 2000). 

全球变暖以及主要天气模式的变化都有可能会对水

圈和脆弱的大气圈产生巨大影响(Zell, 2004), 尤其是

对物种多样性、人类健康和传染病的分布(Harvell 等, 

1999;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2001), 其中一个威胁就是人与媒传疾病以及水传染

病的接触增多. 因此, 全球变暖有利于疟疾的传播

(Khasnis 和 Nettleman, 2005). 降水的影响也非常显著, 

降水通过影响湿度, 可以间接地影响昆虫的寿命; 相

对潮湿的环境更有利于昆虫繁殖, 从而增加季节性

虫媒的地理分布和季节多度(Kuhn 等, 2005). 此外, 

蚊蝇类宿主对于气候十分敏感, 气候会影响它们的

繁殖速率和死亡速率(Zell, 2004).  

温和的气象条件有利于虱类的繁殖, 这会影响

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的分布(Ergönül, 2006), 在土耳

其暴发的疾病就与暴发前春季气温温和有关系

(Cazorla 等, 2003). 啮齿目动物的数量也受气候的影

响, 尤其是温暖湿润的冬季和春季都会使啮齿目动

物的数量增加, 这都是近些年观察的结果(Kausrud 等, 

2007). 随着气候的变化, 啮齿目动物的数量有可能

在温带增多, 这就导致了人类和啮齿目动物的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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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多, 疾病传播的危险性增加, 尤其是在城市地区. 

在一些欧洲国家由于卫生设施的损坏和医疗保健知

识的不足都导致了鼠疫的增加(Kausrud 等, 2007). 温

和的气候条件对啮齿目动物的种群数量增加很有利. 

当然, 严酷的气候条件(例如热浪)可能导致啮齿目动

物在室内觅食, 这样会增加啮齿目动物与人的接触

(Kausrud 等, 2007), 而主要宿主的数量波动与鼠疫事

件发生的次数有关系(Davis 等, 2004). 在中亚地区的

气候变化有利于鼠疫的传播, 据预测温度每升高一

度 , 鼠疫耶尔森氏杆菌病在其宿主内就增加 50% 

(Stenseth 等, 2006). 瘟疫流行病在中亚更加常见, 也

会对欧洲国家有影响(Akiev 等, 1976). 在斯里兰卡, 

干旱使大河断流, 河床积水可为当地媒介蚊种提供

大量孽生地, 使得疟疾频发. 通常在 ENSO 年份, 斯

里兰卡东北季风带来充足的雨水, 而西南季风则不

能. 近年来疟疾在有些地方的回升也可能与ENSO有

关. 在巴基斯坦, 近几十年来恶性疟疾传播期延长与

ENSO 年份后期季节温度增高有关, 而高温正是处在

ENSO 年间. 温度可直接影响疟原虫的生长和蚊虫的

生命周期. 充沛的雨量有利于蚊虫的滋生, 适宜的气

候条件可加强蚊虫的侵袭力. 1987 年, 疟疾在卢旺

达大流行, 主要是由于气温(尤其是最低气温)升高

和连续下雨(Bouma 等, 1994). 气温可影响血吸虫和

钉螺的生长发育、繁殖和死亡, 并可影响人群和疫

水的接触情况(童世庐和吕营, 2000). 一般在低气温

时(9℃以下), 血吸虫感染不会发生; 但感染机率随

气温升高而增加, 气温在 24~27℃时, 血吸虫感染率

可达最高; 但气温过高时(39℃或以上), 可造成钉螺

死亡, 血吸虫感染率反而下降(McMichacl 等, 1996). 

此外, 钉螺分布还受到降雨量的影响(McMichacl 等, 

1996). 气温是影响登革热传播的重要因素, 当气温

升高时, 病毒在蚊虫体内的潜伏期缩短, 蚊虫叮咬人

群的频率加快. 此外, 传播登革热病毒的蚊虫分布区

域也可能扩大(McMichacl 等, 1996; Patz 等, 1995). 全

球趋暖将可能增加经食物传播疾病的发生 . 例如 , 

1982~1991 年, 英国经食物传播疾病的发病率与平均

气温密切相关, 而且这种相关尚有阈值, 即平均气温

高于 7.5℃时, 这种相关关系才存在(童世庐和吕营, 

2000).  
(ⅲ) 气象因子对传染病传播途径的影响 

气候变化会通过影响疾病传播途径, 进而影响

传染病的发生与传播. 例如, 气候变化会造成空气被

污染, 以及洁净水和食物的短缺(Debono 等, 2012), 

进而使得传染病的高发区域与发病模式发生变化 , 

影响传染病的发生与传播.  

首先, 气候变化会通过影响水环境进而改变传

染病的传播. 以赤潮为例, 全球变暖为藻类过度繁殖

提供了条件, 在温暖的水体及污水沟中形成的赤潮

会产生大量毒素, 这造成了近年来肝癌发病率的高

升, 并且随着海水表面温度的逐步升高, 肝癌开始向

高纬度海域及低温海域扩散(Luber 和 Prudent, 2009). 

赤潮一旦在饮用水源中暴发, 将会对公众健康产生

巨大的威胁. 此外, 来源于赤潮海域的鱼类受到污染

后被食用 , 这将间接影响到人类健康 (Morris 等 , 

1982). 气候变化及资源过度开采将增大非洲及东南

亚国家的洁净水缺口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2007), 缺乏洁净水将引发一系列水

源传播的传染病, 在针对欠发达、发展中国家 5 岁以

下儿童进行的研究表明: 较低的降水量与腹泻等疾

病的暴发存在紧密联系(Lafferty, 2009).  

其次, 气候变化会通过影响食物进而改变传染

病的传播. 气候变化(通过温度、降水、土壤湿度等变

化)使粮食产区发生了变化或移动(McMichael, 2001). 

处于粮食产区变动或减产地区的人口往往营养不良

(发展中国家居多), 为生存而狩猎野生动物、较差的

健康状况与卫生条件增加了传染病的风险(US Global 

Change Research Program, 2001). 模型研究也表明, 

全球气候变化导致的粮食减产将增加 5%~10%的贫

困人口(Parry 等, 2004), 大量的难民与流动人口将引

发一系列传染病的暴发(McMichael 等, 2006). 平均

温度的上升致使沙门氏菌、弯曲菌致病人数明显增加

(D’Souza 等, 2004), 对于脆弱人口, 食物源疾病亦可

致死(Hall等, 2002). 在欧洲大陆(10个国家)食物感染

沙门氏菌的报告病例上升近 30%(Kovats 等, 2004), 

在英国的调查中也发现食物中毒发病率与 2~5 周前

的温度联系紧密(Bentham 和 Langford, 2001). 

此外, 气候变化会通过影响空气进而改变传染

病的传播. 一项针对气候变化对美国东部未来 50 年

空气污染潜在影响的报告称, 2050年气候变化引起的

与臭氧相关的死亡人数将比 1990 年增长 4.5% 

(Hogrefe 等, 2004). 气候变化可能改变花粉和孢子传

播的地理范围及时间, 从而导致如花粉热和哮喘等

过敏性疾病的流行(Beggs,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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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异常天气事件与传染病 

异常气候事件会对蚊媒病、鼠媒病和虱媒病产生

显著影响(Zell, 2004). El Niño 事件发生期间, 新兴疾

病暴发的数量显著增多(Epstein, 1999), 如: 发生在

秘鲁的腹泻(Checkley 等 , 2000)、南非的非洲马病

(Baylis 等, 1999)和南太平洋的骨痛热(Hales 等, 1996)

等; 其中, 1997 年和 1998 年发生在美国西南部福科

纳斯地区的汉坦病毒活动的增强以及在东非地区周

期性裂谷病流行疾病的暴发与厄尔尼诺有关(Epstein, 

1999). 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人类感染的案例与厄尔尼

诺有关(Hjelle 和 Glass, 2000), 推断厄尔尼诺带来的

降雨量的增多使得啮齿目动物数量增多. 这使得种

内斗争加剧, 而且人与鼠的联系也增强了汉坦病毒

的活动(Zell, 2004). 厄尔尼诺与霍乱的暴发也有相关

性. 我国 1991 年、1998 年同样发生了百年未遇的特

大洪涝灾害, 但 1991 年并没有霍乱流行, 而 1998 年

却有大规模霍乱的流行, 这是因为 1991年的洪涝是由

于厄尔尼诺现象引起, 该年洪涝造成我国东南沿海海

水温度下降, 海水含盐量降低, 从而不利于霍乱的流

行, 而1998年的洪涝是由于拉尼娜现象引起, 造成东

南沿海水温异常升高, 有利于霍乱弧菌生长繁殖(王

力建和魏承毓, 2000). 1983 年厄瓜多尔、秘鲁和玻利

维亚的疟疾暴发流行, 与大雨及伴随发生的厄尔尼

诺现象(El Niño-Southern Oscillation, ENSO)有关.  

赤道地区平流层西风准两年振荡 QBO(Quasi 

Biennial Oscillation)与对流层的天气模式有关, 例如: 

南方涛动引起的气压变化等. 近期, 有人证实在 昆士

兰洲(澳大利亚)发现的 罗斯河病毒(Ross rive virus)具

有明显的季节变化特征, 其高峰期出现在夏秋季节. 

昆士兰洲东南部夏季降雨的加剧与西部 QBO 的出现

有很大的关系, QBO 会通过对该地区环境的影响进

而影响病毒的活动(Zell, 2004).  

1.1.3  异常天气引起的气象灾害与传染病 

干旱与某些传染病的暴发密切相关. 1993 年在

美国福科纳斯地区新墨西哥州, 科罗拉多州, 犹他州

和亚利桑那州发生了致命性非典型肺炎非正常性暴

发. 布尼亚病毒科的汉坦病毒属的一种盖茨流行病

的病原体 , 它被命名为辛诺柏 (Sin Nombre)病毒

(Nichol 等, 1993; Wenzel, 1994). 随后人们发现辛诺

柏(Sin Nombre)病毒是依靠鹿鼠传播的. 在之前 1993

年的春季和夏季汉坦病毒暴发的时候, 当地由于冬

季的降雨异常暴发了长期的干旱. 这使得啮齿目动

物的数量在疾病暴发初期戏剧性地增长了 10 倍

(Engelthaler 等, 1999). 由于食物短缺, 鹿鼠侵入人类

活动范围觅食, 并且带来了病毒. 这就使得汉坦病毒

肺综合征暴发. 严重干旱会造成供水不足, 居民采用

不流动的水潭供水、二次供水和长期存水等措施, 一

旦出现水源污染, 很容易造成肠道传染病的暴发(杨

海, 2007; 封建祥, 2000). 干旱可以使污染物在水坝

聚集, 造成水系中的水坝、湖泊内蓝藻大量繁殖、产

生毒素(Hunter, 2003).  

暴雨同样与一些传染病的发生相关. 病原体属

于布尼亚病毒科的白蛉热病毒属, 表现在人类身上

的症状是发烧、伴有视网膜炎症状的脑炎, 于 1912

年首次暴发(Gonzalez-Scarano 等, 1996), 该病毒主要

寄生在蚊蝇的体表, 以伊蚊和库蚊属为主(Wilson 等, 

1994). 裂谷热发生于大暴雨之后, 同时赤道东太平

洋和赤道西印度洋的海水水温有异常现象(Linthicum

等, 1999). 除海水水温升高外, 降雨导致在东非出现

了大量的草原洼地, 为那些未发育完全的蚊蝇提供

了发育地. 这些涝原草地上有大量的被感染的伊纹

虫卵, 这是裂谷热暴发的起源. 裂谷热随着雨季的褪

去和蚊蝇数量的减少而消失(Zell, 2004). 国内也对洪

涝灾害对传染病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洪涝灾害发生

后, 环境卫生恶化、人群暴露危险因素增加, 往往导

致多种传染病的暴发与流行. 1998年湖北省咸宁市遭

受洪灾, 经调查发现(周国甫, 2000): 洪灾前期, 发病

以呼吸道传染病为主, 灾期以肠道传染病为主, 灾后

期与灾后效应期又以呼吸道传染病为主, 虫媒传染

病主要发生于灾期, 自然疫源性疾病主要发生于灾

后与灾后效应期. 洪涝灾害对传染病的影响如下: (1) 

对钉螺扩散及血吸虫病的影响: 洪灾期间, 钉螺随着

洪水、漂浮物或其他途径向周边地区扩散, 使钉螺面

积扩大．人群血吸虫病感染率增加(谢朝勇等, 1999; 

张世清等, 2003, 2004). (2) 对钩端螺旋体(钩体)病的

影响: 钩体病是由致病性钩体引起的动物源性传染

病, 主要传染源为鼠类和猪. 多数学者认为, 灾害后

能否发生灾区钩体病的流行主要取决于传染源带菌

率的高低(任军等, 2005). 研究发现鼠密度与钩体病

发病率呈正相关(潘会明等, 2003). (3) 对肾综合征出

血热(HFRS)的影响: HFRS 为自然疫源性疾病, 鼠为

主要传染源. 人和鼠一旦有共同聚集, 接触和感染的

机会增加, 很容易发生局部暴发或流行. 但有些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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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可减少鼠类数量, 反而使发病率降低. 这是由于

洪水暴发时, 灾区鼠类来不及迁移或无处逃生, 会被

洪水淹死一部分, 因传染源数减少, 发病数也减少. 

而伴随着鼠类向高处或边缘地区迁移造成非灾区传

染源数量增加, 人鼠接触机会增多, 发病率也相应增

加(陈化新和李全乐, 1999; 陈化新, 1999). (4) 对肠

道传染病的影响: 洪涝灾害期间, 居民的供水设施以

及厕所等卫生设施受到冲毁或浸泡, 使水井、水塘等

水源受到粪便垃圾等的污染, 直接造成多种肠道传

染病的暴发与流行. 其中感染性腹泻是多发病(陈素

良和朱会宾, 1998; 程峰等, 1999). (5) 对疟疾的影响: 

研究显示降雨量与疟疾发病率有相关性 (温亮等 , 

2003), 洪水会加重疟疾高发区的疫情 (张莲芝等 , 

2004). 另外, 强降雨及暴风雨则有可能将污水及废

水带入饮用水源或水坝, 从而致病(Thomas 等, 2006). 

目前模型研究的热点集中在气候变化引起的饮用水

安全性与可用性变化模拟(Ferguson 等, 2007).  

热浪也常常与一些传染病的发生相关 . 1996~ 

1997 年在罗马尼亚东南部暴发的传染病与 2000 年在

以色列暴发的传染病很相似, 这些都与夏季初期高

温产生的热浪有关(Rogers 和 Randolph, 2006).  

1.2  地表生态系统与传染病 

传染病的暴发与下垫面类型相关, 研究发现湿

地的出现与印度次大陆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 H5N1

的暴发相关(Adhikari 等, 2009); 罗马尼亚首例禽流

感检测在遥远的多瑙河三角洲, 该三角洲是欧洲最

大的湿地, 维系传播循环的关键一点是禽病毒可以

脱离宿主而存在于水中, 水体可以加速排泄物和唾

液的传播, 使得病毒在没有宿主的情况下存在, 并且

在不同宿主间重新分布病毒(Gilbert 等, 2008). 在中

国、印度和巴基斯坦都发现: 高致病性禽流感(HPAI 

H5N1) 的 发 生 与 水 体 和 湿 地 的 分 布 密 切 相 关

(Adhikari 等, 2009; Fang 等, 2008; Biswas 等, 2009). 

通过分析候鸟迁徙、家禽移动以及野鸟、留鸟交接区

内野鸟和留鸟的相互作用, 对全球 H5N1 禽流感的

传播有了新的认识(Liang 等, 2010). 

传染病的暴发与植被生态系统相关, 在中东和

非洲北部, 高致病性禽流感 H5N1 发生在 NDVI 值具

有大的季节变化的区域(Williams 和 Peterson, 2009), 

欧洲高致病性禽流感(H5N1)的暴发也和 NDVI 密切

相关(Si 等, 2010). 利用时间序列的 NDVI 数据研究

发现, 非洲和中东高致病性禽流感(HPAI H5N1)的发

生与植物的物候特征不同有关系(Williams 等, 2008, 

2009). 这是因为植物的分布影响水禽的食物来源 , 

进而影响水禽的分布和移动.  
多种自然因素常常共同作用来影响传染病的发

生与传播 . 研究发现 , 影响高致病性禽流感(HPAI 

H5N1)在欧洲野鸟间发生与传播的主要环境影响因

子包括: 12月份NDVI值的增加; 3月份NDVI值居中, 

低海拔; 1 月份最低温的增加和降水量的减少(Si 等, 

2010). 认为高致病性禽流感(HPAI H5N1)在欧洲野

鸟间发生主要受到食物来源、温度升高和降水减少的

影响(Si 等, 2010). 全球变暖以及气候模式的改变可

能会对水圈(强降雨、洪水、风暴、热浪和干旱)产生

显著影响. 研究发现: 巴基斯坦西北部发生的恶性疟

疾与 9 月、10 月连续的降雨、以及 11 和 12 月持续

的高温天气有关系(Bouma 等, 1996).  

2  人类活动与传染病 

人类活动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对传染病的发生与

传播产生影响(图 1).  

2.1  激增的流动人口 

2.1.1  国际化、普遍化的旅行 

近一个世纪以来, 随着交通工具的发展, 人类从

局限的地区间旅行过渡到国际旅行, 最近 50 年国际

旅行者数量增长了 1300%(Mavroidi, 2008), 据统计, 

每天有近百万旅客在国际旅行中, 每周有一百万旅

客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或反方向)旅行(Garrett, 

1996), 每年产生近 7 亿人次的旅行(Gossling, 2002). 

而生态旅游、探险旅游则是增长速度最迅猛的产业, 

同时也是传播风险极高的活动, 自 1985 年开始每年

保持 10%的增幅速度(Chomel 等, 2007). 快速激增的

旅游、公务旅行、移民数量放大了各种病原体的扩散

能力(Arguin 等, 2009), 目前已报道传播过的病种包

括 HIV、军团病、环孢子虫病、霍乱、病毒性出血热、

传染性海绵样脑病、登革热、疟疾、血吸虫病、钩端

螺旋体病、肺结核、耐药性痢疾等(Ostroff和Kozarsky, 

1998); 按传播途径大致可划分为: 经食物或水传播

病(Swaminathan 等, 2009)、空气或飞沫传播病、动物

疫源传播病等 . 2006 年基于医学会全球监测网

(Geosentinel Surveillance Network)数据, 统计了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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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6 月至 2004 年 8 月期间 17353 名到发展中国家的

旅游患病者信息, 结果显示: 旅行目的中旅游占 59%, 

探亲访友占 15%, 商务旅行占 14%, 而疟疾是旅行中

致死率最高的传染病, 腹泻则是出现频率最高的疾

病, 其次是登革热、伤寒(Freedman 等, 2006; Hill, 

2006). 非洲蜱咬热, 经由旅游已被报道超过 350起跨

大洲病例(Jensenius 等, 2004); 由埃及伊蚊、白蚊传播

的登革热原是热带地区的地域性传染病, 但随着旅

游者受染后在途中或回本国后发病并成为新的传染

源, 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 利什曼病在 20 世纪

最后 20年中快速传播, 包括发达国家和非传统疫区国

家, 其中一个重要因素便是激增的国际旅游(Antinori

等, 2005; Pavli 和 Maltezou, 2010; Pérez-Ayala 等, 

2009). 另一方面, 一些全球性人群聚集事件, 诸如奥

运会、世博会、世界杯等, 对旅行的人数、目的地存

在巨大影响, 为主办国吸引大量游客的同时也相应

增大了传染病暴发的可能, 如医学会全球监测网根

据旅行相关的疾病累计趋势对 2008 年的北京奥运会

进行评估, 认为其存在潜在风险(Marano 和 Freedman, 

2009).  

2.1.2  农村向城市的人口迁移 

城市化造成的大量人口流动到城市(郊)已经使

全球的传染病格局发生变化, 据估计, 在发展中国家

激增的城市人口中近 40%来自农村(Leon, 2008), 流

动人口往往伴随较差的医疗卫生环境、较高的人口居

住密度, 极易造成传染病的暴发, 并在规模巨大的人

口流动及空间集疏过程中将疫情进一步扩散. 以中

国为例, 1982 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 中国流动人口

仅为 657 万人, 占总人口的 0.65%, 而在 2000 年第五

次人口普查和 2005 年 1%人口抽样调查时, 中国流

动人口已分别高达 1.21 亿人和 1.47 亿人, 占总人口

的 9.55%和 11.26%(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 国家统

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 1993, 2002), 在 2003 年

的 SARS 事件和 2009 年的甲型 H1N1 流感大流行中, 

既是极易被感染的脆弱群体, 又是最不易控制的群

体(曾光和张丽杰, 2009; 曾光, 2009). 在中国北京针

对流动人口健康的调查研究表明, 从农村到城市的

流动人口普遍存在较高的患病风险, 并且精神压力

较其他人群更大(Chen, 2011), 类似调查也显示, 病

毒性肝炎、梅毒、麻疹、痢疾、流行性腮腺炎、其他

感染性腹泻等发病率也显著高于常住人口发病率(杨

莹莹等, 2007), 2006 年底, 中国卫生部、世界卫生组

织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杭州市和北京市进行了城

市流动儿童保健现状基线调查, 发现: 杭州市和北京

市流动儿童过去两周内腹泻的患病率分别为 16.5%

和13.3%, 咳嗽的患病率分别为34.2%和30.4%, 明显

高于 1998 年全国贫困农村的水平(黄爱群等, 2008).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其他发展中国家(亚非拉), 如巴

西多个城市曾暴发大多出现在农村的利什曼病, 便

是由于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市造成的(Jeronimo 等, 

1994; Werneck 等, 2002), 一些其他形式的皮肤利什

曼病也在中亚、西亚人口密集的城市中暴发过

(Ashford, 2000), 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近年暴

发霍乱, 究其原因便是大量的流动贫困人口与落后

的配套设施(Penrose 等, 2010).  

2.2  快速城市化进程 

城市化与健康是目前社会人文因素研究的又一

热点, 它是 ESSP 全球环境变化与健康研究的 6 个议

题之一(Confalonieri 和 Mcmichael, 2006). 自 20 世纪

初英国成为第一个城市人口超过乡村人口的国家 , 

到 2007 年全球已有一半人口生活在城市中, 联合国

更是预测 2050年将有 63亿城市人口(Alirol等, 2011). 

20 和 21 世纪是城市化进程中的重要阶段, 也是城市

传染病与健康问题凸显的时代.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

发展, 城市向外扩展, 流动人口激增, 城市人口聚集. 

然而, 快速城市化常常伴随着贫困, 居住环境恶化和

超出服务能力的人口需求, 这种持续的从农村到城

市的人口移动将改变全球传染病和死亡的模式(Hay

等, 2005).  

2.2.1  滞后的城市基础设施 

快速扩张的城市一方面极大地改变了各种媒介

传染源的生存环境, 环境的突变增加了生物袭击、感

染人事件的可能, 进而放大了传染病扩散的可能性

(Wu 等, 2010); 另一方面, 落后的基础设施、供水、排

水、污水处理系统将为一些媒介生物提供繁殖的便利

(Sutherst, 2004). 如快速城市化造成 20 世纪末登革热

大流行, Su 等(2005)通过调查发现城市化可能造成登

革热主要媒介种类、优势度的变化, 更甚者 Lin 等

(2000)认为可能造成媒介生物繁殖地移居室内. 城市

排污造成的水污染常常为库蚊(Culex)提供良好的繁

殖地, 造成诸如淋巴丝虫病(Maciel 等, 1996)、系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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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斑狼疮、裂谷热等病的暴发. 以中国为例, 未来 20

几年内将有 4 亿农民进城, 这对于卫生医疗及相关配

套设施的建设提出了巨大的需求, 由亚非拉国家的

经验教训中可看到其背后隐含的巨大风险.  

2.2.2  城郊接壤的传染病风险 

随着城市的扩张,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面临

着同样的问题 , 即城市边缘(城郊)往往首先进入森

林、荒地等未开发利用区域, 一方面人类迁入新的区

域与环境往往缺乏相应的免疫力, 另一方面人类的

介入会在该地区引入新的病原体与传播媒介

(McMichael 等, 2006; Ashford, 2000; Charrel 等, 2007; 

Harrus 和 Baneth, 2005; Patz 等, 2000), 已报道的相关

疫病包括黄热病、锥虫病、开萨诺森林病、疟疾和利

什曼病(Patz 等, 2000; Molyneux, 2003).  

2.3  持续的土地利用变化 

土地利用变化包括农业侵占、森林砍伐、道路修

建、建坝拦水、湿地改造、采矿和城市扩大等, 已经

引发了一系列疾病暴发, 并改变了许多地方病的传

播方式(Patz 等, 2004). 土地利用变化往往通过改变

野生动物和家畜的栖息环境、习惯行为, 增加人类与

更多病原体、媒介生物的接触机会, 降低地区生物多

样性、提高带毒物种优势度, 为虫媒传染病传播媒介

提供繁殖地等方式对疾病产生影响.  

2.3.1  森林砍伐 

自 20 世纪初森林砍伐速度增长加快, 每年有

101724 km2 面积的森林被砍伐, 以 0.3%的速度逐步

消失, 其中热带森林则以全球每年 2%~3%的速度消

失(Wolfe 等, 2000). 森林的消失一方面破坏了原有的

生态系统, 土地蜕变为牧场、农田、种植园或荒地等

低生物多样性环境, 另一方面形成的许多支离破碎

的生物栖息地产生“边际效应”(edge effect), 增加了

人与新的病原体、野生动物等接触的机会与频率(Patz

等, 2004), 诸如疟疾(Yasuoka 和 Levins, 2007)、盘尾

丝虫病(Wilson 等, 2002)、莱姆病(Killilea 等, 2008)、皮

肤利什曼病(Chaves 等, 2008)等虫媒传染病及其对应

媒介生物均有所上升, 森林中的种群优势度也随之

改变, 随着采光效果提升、荒地面积变大、地表积水

增多, 一些森林中的喜光节肢动物种群数量激增; 近

年研究发现 SARS、埃博拉病毒、尼帕病毒等一些以

蝙蝠为宿主的病毒性病原体感染也有上升趋势

(Leroy 等, 2005; Looi 和 Chua, 2007); 人们逐渐认识

到 HIV、恶性疟疾等人畜共患病的感染是人类面对野

生动物暴露风险提高后的产物(Keele 等, 2009; Rich

等, 2009).  

2.3.2  人工水体 

水坝、灌溉水田等水利设施在完成积水蓄水功能

的同时, 也为虫媒传染病的媒介生物提供了繁殖地, 

并增加了吸血虫病宿主栖息地扩大、聚集分布的风险

(Seto 等, 2002; Xu 等, 2004). 随着人口流动、广泛开

发新灌溉区及拦水建坝等行为, 血吸虫病的发病水

平、地理分布正在发生改变(Chitsulo 等, 2000). 定量

分析临近距离相关性和水文连接度, 可以评价村与

村之间寄生虫传输对吸虫病传播和控制的作用(Xu

等, 2006). 尤其以非洲国家为例, 埃及阿斯旺水坝建

成后造成的生态变化导致当地埃及血吸虫逐渐被曼

氏血吸虫取代, 塞内加尔河贾马水坝、马里几内亚巴

芬河马南塔里水坝的建成加剧了北塞内加尔地区曼

氏血吸虫疫情的频繁暴发(Southgate 等, 2001), 建成

后的三峡大坝被认为将增加钉螺的栖息地范围, 并

造成血吸虫病在中国南方地区的进一步传播(Li 等, 

2000). 另一方面, 地表水体的变化也相应影响到区

域生态环境, 一些虫媒疾病传播媒介的种群优势发

生变化, 人工水体淹没了蚋(传播盘尾丝虫病)的繁殖

地, 但同时为传播疟疾、丝虫病的按蚊, 血吸虫病的

宿主扁卷螺、泡螺提供了栖息地; 水坝泄洪道成为蚋

幼虫新的繁殖地点, 曾引发西非盘尾丝虫病的流行.  

2.3.3  大面积的农业侵占 

农业生产使用了世界将近一半的土地, 耗用了

三分之二的淡水资源(Horrigan 等, 2002), 其低生物

多样性及脆弱的生态系统为虫媒传染病的发生提供

了便利, 发展中国家原始的农业灌溉及密集的灌溉

渠成为库蚊、钉螺的理想栖息地, 典型的灌溉水田农

作方式为库蚊、钉螺及三带喙库蚊(传播日本脑膜炎

病毒)在地区的流行提供了滋生的土壤. 以肯尼亚西

部阿海罗地区为例, 阿拉伯按蚊在稻田生长期流行, 

而不吉(催命)按蚊则在稻田成熟期流行; 米瓦尼地区

雨季过后冈比亚疟蚊大量繁殖, 而旱季则以阿拉伯

按蚊为主; 在坦桑尼亚及肯尼亚疟疾暴发与重新流

行的研究中发现, 农业过度侵占与耐药性媒介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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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疫病暴发的关键(Bodker等, 2000; Shanks等, 2000).  

2.4  飞速发展的交通运输 

2.4.1  航空运输 

目前, 传染病跨地域传播的速度比历史上任何

时候都要快, 这是因为航空运输作为一种快速高效

的运输方式, 在疫病长距离传播过程中起到了极大

的助推作用. 在针对 2003 年 SARS 事件的研究中, 

Olsen 等认为 SARS 通过潜伏期患者在航空运输中传

播并在世界范围内扩散(Breugelmans 等, 2004; Olsen

等, 2003), Wilder-Smith等(2003a, 2003b, 2004)通过分

析飞往新加坡的航班记录认为 SARS 在飞机上的传

播能力被高估, Vogt 则收集了 7 架带有 SARS 病患的

赴美航班部分乘客及机组人员信息, 通过回顾性研

究认为 SARS 在飞机上传播的风险并未被放大(Vogt

等, 2006). 尽管 SARS 在航空运输中传播的风险等级

目前仍存在争议, 但就飞机对疫病的巨大扩散作用

已取得共识(Roy和Milton, 2004). 这也引起了学者对

机场出入境疫情防控措施的相关研究(Wilder-Smith, 

2003b, 2004). 同样, 在针对 2009 年甲型 H1N1 流感

大流行的研究中, Khan 发现疫情初期与墨西哥通航

的国家几乎都出现了甲型 H1N1 流感确诊病例, 扩散

速度非常惊人(Khan 等, 2009). Baker 通过某航班的甲

型 H1N1 流感调查发现, 与带有症状的患者近距离接

触将有较高的被感染风险. 由于待乘客离机后进行

后续暴露测量工作低效并且困难(Baker 等, 2010), 因

而提出了航班中甲型 H1N1 流感潜在传播风险的测

量方法(Wagner 等, 2009). 航空运输作为传染病传播

的一种高效途径, 对其他传染病产生的传播风险也

备受关注, 包括结核病(Abubakar, 2010; Dowdall 等, 

2010; Kornylo-Duong 等, 2010)、疟疾(Bradley, 1989; 

Tatem 等, 2006)、瘟疫(Pascali, 1982)、黄热病(Oliva, 

1979)、霍乱(Rondle 等, 1978)、登革热、诺瓦克病毒

(Kirking 等, 2010)和流行性脑膜炎球菌病(Rachael 等, 

2009). 航空运输产生的主要传播风险包括人际间传染

病飞沫传播、近距离接触, 虫媒、动物源性传染病传

播媒介混入机舱, 机载水源、食物被污染等. 据估计, 

2010年约有36亿人次的航空旅客(http://www.iata.org/ 

pressroom/Documents/IATAAnnualReport2010), 这意

味着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一旦发生疾病暴发或流行, 

仅仅几小时后疫病就可能扩散到世界其他地区.  

2.4.2  公路、铁路交通 

区域间以及区域内交通以公路交通为主. 一方

面, 公路交通不仅运送旅客数目较多、而且目的地也

更为广泛. 以中国为例, 2009 年公路运输系统运送旅

客 2779081 万人, 是同年水运、民航客运量的 100 倍

以上, 铁路客运量的 18 倍左右(中国统计局, 2010). 

2009 年甲型 H1N1 流感在中国各级城市出现大面积

流行, 疫情初期表现为输入性病例的传播, 随后是以

输入性病例造成的二代病例为主, 后期出现了由大

城市向中小城市扩展, 从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扩展

的趋势(曾光和张丽杰, 2009), 疫情扩展过程中大量

人口的高速流动主要是通过公路交通完成, 因此公

路交通是传染病在各国再次扩散的重要风险因子 . 

另一方面, 货物运输长期以公路为主, 中国 2009 年

公路货运量为 2127834万吨, 占货运总量的 75.3%(中

国统计局, 2010), 一些人畜共患病极易通过货运方式

大面积扩散, 如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通过农产品贸

易造成更多地区的人畜感染. Fang 等(2009)的研究表

明, 在 SARS 事件期间公路、铁路交通网络对疫病在

我国的大范围扩散具有重要作用 , Wang 等(2006a, 

2008)发现北京城区的 SARS 分布与城市环线存在紧

密联系, Fang 等(2008)和 Cao 等(2010)发现高致病性

禽流感在中国大陆的疫点与到国道的最小距离存在

显著联系, 而 Si 在针对欧洲高致病性禽流感的类似

研究中未发现此联系(Si 等, 2010)(笔者认为这证明了

欧亚大陆高致病性禽流感的驱动力差异假设).  

2.5  全球性的经济贸易 

20 世纪以来, 随着交通网络的发展、国际合作与

国际分工的加强、WTO 等贸易组织的兴起, 全球贸

易迸发出巨大的能量, 仅 1980~2000年国际商品贸易

额便攀升了 3~4 倍, 主要贡献来自亚洲(增长 5 倍) 

(Sutherst, 2004), 近一个世纪以来亚洲被认为是一些

新、旧传染病反复肆虐的疫源地(Guan 等, 2002; Li

等, 2004; Smith 等, 2006), 因此频繁的经贸往来无形

之中增加了传染病暴发的可能性, 无论是亚洲各国

还是与世界各国之间均可能面临病原体远距离扩散、

新型病毒随牲畜贸易沿途扩散等问题.  

2.5.1  养殖工业(H5N1 事件中的经验教训) 

自 1997 年以来, 高致病性禽流感 H5N1 亚型在

亚洲家禽中暴发了多起大流行(Li 等, 2004; Smith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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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Chen 等, 2006), 对东南亚的家禽工业产生巨

大破坏(Gilbert 等, 2008),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 截

至 2011 年 3 月已波及超过 63 多个国家, 导致 535

人被感染, 316 人罹难(http://www.who.int/csr/disease/ 

avian_influenza/country/cases_table_2011_03_25/en/ 
index.html). 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迁徙物种公约工

作组公布的技术文件指出, H5N1 亚型禽流感的源头

来自集中饲养的家禽, 极端的饲养环境造成病毒的

变异(UNEP/CMS). 亚洲国家的家禽养殖可概括为四

类: 后院养殖、自由放养、大棚养殖及密闭繁殖; 根

据 Songserm 等(2006)在泰国的调研结果, 除密闭繁

殖外其他三种养殖方法均存在被 H5N1 病毒感染的

风险; 在后续的研究中发现, 后院养殖及自由放养存

在较高的感染风险, 带毒候鸟及水中残存的病毒均

有可能感染家禽(Biswas 等, 2009; Gilbert 等, 2006), 

而亚非国家约 80%的家禽处于后院养殖模式(Aini, 

1990; Permin 和 Pedersen, 2002). 截至 2005 年, 亚洲

国家已有 1.4 亿只家禽感染 H5N1 病毒, 造成约 100

亿美元的损失(Gilbert 等, 2008;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2005). 控制疫情的有效手段是大范围

的围堵扑杀, 截至 2010 年, 世界范围内超过 2.6 亿只

家禽被扑杀, 造成全球范围的经济损失约 200 亿美元

(http://www.fao.org/news/ story/en/item/41287/icode/). 
我国家禽养殖工业年产将近 150 亿只, 包括约 56 亿

只鸡、7.6 亿只鸭及 3 亿只鹅(Martin 等, 2011), 均对

高致病禽流感敏感(Keele 等, 2009), 被感染后死亡率

接近 100%(Alexander, 2000, 2007; Webster 和 Rott, 

1987), 一旦出现大面积暴发流行造成的损失将难以

估量.  

2.5.2  跨国贸易中的传播风险 

全球范围内每年约有 3.5 亿只活体植物、野生动

物被交易(Karesh 等, 2007), 每年运输约 400 万只活

鸟(Karesh 等, 2005), 这些鸟大多来自东南亚国家. 

普遍认为国家间禽流感传播的主要方式是各种形式

的禽类贸易, 包括合法贸易、非法交易等(Alexander, 

2000; Capua 和 Marangon, 2006; Olsen 等, 2006; van 

Borm 等, 2005; Wang 等, 2006b). 已有研究表明, 欧

洲禽流感主要风险源于鸟类迁徙, 亚洲禽流感主要

风险源于禽类贸易(Kilpatrick 等, 2006). 野生动物贸

易存在较高风险, 其风险包括诱发人群间暴发疫情、

造成家畜疫情大流行、对国际经济贸易的强烈负面影

响、对家畜工业的巨大冲击以及对本国野生动物、生

态系统的影响(Karesh 等, 2005). 自 90 年代中期暴发

的一系列传染病, 包括疯牛病、口蹄疫、禽流感、猪

流感等对世界经济贸易造成了约 800 亿美元的损失

(Karesh 等, 2005), 2003 年初联合国粮农组织称全球

超过 1/3 的肉类贸易被禁运. 野生动物被认为是 70%

以上的新发传染病来源(Kuiken 等, 2005), 而一系列

的新发病毒传播扩散经由各种形式贸易引发, HIV 病

毒被认为源于人类食用非人灵长类动物造成的(Gao

等, 1999), 埃博拉病毒源于与类人猿的接触(Leroy 等, 

2004), SARS 冠状病毒则是国际间小型食肉动物贸易

诱发的(Bell 等, 2004), 在美国出现的猴天花起源于

美国进口加纳当地的啮齿类宠物(Guarner 等, 2004), 

在世界范围内消灭两栖动物总量近 30%的壶菌病则

源于国际贸易中的非洲爪蟾(Weldon 等, 2004).  

2.6  其他人类活动 

某种传染病目前的暴发和再暴发可能与社会经

济压力有关, 如: 各个地区公共卫生体系的崩溃、疾

病防治策略的不足, 以及生态和人口变化所引起的

扰动(Taubes,1997; Gubler, 1998; Reiter, 2001). 其他

人类活动, 包括人口数量的增长、农业集约式发展以

及疫苗技术的变化, 都有可能改变流感病毒的演化

与传播(Vandegrift 等, 2010). 此外, 人口年龄、人口

规模、人口构成(如工人与学生等)都会影响流感传播

(Stefano 和 Marco, 2010). 流感与人口的年龄结构密

切相关, 禽流感的年龄分布特征与季节性感冒有所

不同, 具体表现为: 受害人通常是年轻人和老年人. 

对流感而言, 年轻人是主要的受害者, 2008 年 2 月统

计的 Influenza A(H5N1)病毒感染的平均年龄是 18岁.  

3  讨论与结论 

3.1  讨论 

3.1.1  自然与人文因素的相互作用 

一方面, 自然因素会影响人类活动. 气候变化可

以直接影响人类的行为(如季节性居住、迁徙以及冬

夏季的生活方式), 人类行为直接影响疾病的传播 . 

欧洲流感暴发的季节性反映了人们冬季在户外生活

的时间更多(Halstead, 1996). 相反, 位于温带的发达

国家夏季肠胃炎的多发性与日益升高气温带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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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活动有关(人们在户外野炊或者做饭次数越来越

多)(Altekruse 等, 1998). 降雨(尤其是强降雨量)可增

加饮用水被污染的频率和受污染程度. 气候变化可

影响水的来源及卫生状况, 水的短缺会增加人们使

用污染水源的可能性, 所有这些因素都可以导致肠

道传染病增加(张颖和毕棚, 2008). 另一方面, 人类

活动会改变自然因素, 间接影响传染病的发生与传

播. Zell(2004)的研究表明: 传染病的传播通过受病原

体感染宿主或昆虫的扩散或者位置改变, 或者两种

方式同时起作用, 但这些都离不开人类活动的作用. 

Tang 等(2010)针对 45 个非洲国家及 113 个其他国家

气候变化与健康状况的统计分析发现: (1) 收入水平

可以调节气候变化对平均寿命的不利影响; (2) 随着

收入水平的提高, 气候变化对平均寿命的影响逐渐

降低; (3) 气候变化对非洲国家(发展中国家)平均寿

命的影响大于其他国家(发达国家), 并且对健康状况

的影响远远大于经济水平. 

3.1.2  人类适应性活动对传染病的影响 

人口长距离旅行(避暑避寒)极易成为病原体扩

散的高效载体, 一方面人类进入新的区域与环境往

往缺乏相应的免疫力而成为病原体侵入的目标, 另

一方面人类的介入会在该地区引入新的病原体与传

播媒介, 打乱原有的生态系统, 使一些地方病跨越大

洲、大洋成为流行病. 极端天气或气象灾害引发的人

口迁徙往往伴随着传染病的暴发, 如暴雨、暴风可以

污染饮用水源, 扩大一些虫媒传染病媒介生物的栖

息地, 或变相增加与人类的接触频率, 同时灾害期间

人群免疫水平、健康状况差, 伴随着大量人口的集中

极易引发流行病、传染病的暴发. 据估计气候变化将

在世界范围内对粮食、洁净水供给造成巨大压力, 非

洲国家、东南亚国家尤甚. 这将进一步刺激为填补粮

食缺口而进行的农田侵占、森林砍伐、建坝拦水等行

为, 从而降低地区生物多样性、破坏生态环境, 引发

媒介传染病、人兽共患病在人群中的肆虐.  

3.2  结论 

在全球自然与人类活动的驱动下, 传染病发生和

传播的模式也在发生改变. 自然因素尤其是气候变化

将直接或间接影响许多传染病的暴发和传播. 气象要

素包括气温、降水、湿度、光照等通过影响病原体、

宿主和疾病的传播媒介, 从而改变传染病的发生和传

播; 此外, 包括厄尔尼诺、拉尼娜、南方涛动和赤道地

区平流层西风准两年振荡 QBO 等极端气候事件与传

染病的传播相关; 干旱、洪涝等气象灾害也与各类传

染病的发生与传播模式密切相关. 传染病的暴发与下

垫面类型相关, 例如禽流感的首次发生多与湿地和水

体下垫面类型密切相关. 此外, 传染病的发生受植被

分布的影响, 植物的分布通过影响传染病宿主动物的

食物来源, 进而影响疾病的传播与分布. 自然因素常

常共同作用影响传染病的发生与传播, 例如全球变暖

以及气候模式的改变可能会对水圈(如强降雨、洪水、

风暴、热浪和干旱)产生显著影响. 人类活动也是影响

传染病传播的间接动力. 其中, 国际化、普遍化旅行以

及农村向城市的人口迁移所造成的人口流动是传染病

传播的根本原因. 快速城市化伴随的城市基础设施滞

后以及城市变化传染病的高风险将改变传染病和死亡

的模式. 包括农业侵占、森林砍伐、道路修建、建坝

拦水、湿地改造、采矿、城市扩大等的土地利用变化, 

已经引发了一系列疾病暴发并改变了许多地方病的传

播方式. 飞速发展的航空、公路和铁路交通运输, 不但

加快了疾病传播的速度, 也扩大了疾病传播的范围. 

此外, 频繁的经济贸易增加了传染病暴发的可能性, 

为病原体远距离扩散、新型病毒随牲畜贸易沿途扩散

等提供了途径. 影响传染病传播的人类活动还包括人

口特征、社会卫生体系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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